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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遇害之谜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惨遭反动
军阀杀害。 那么，是谁出卖了这位革
命领袖？ 他又是如何遇害的？

慷慨赴难

1926 年 3 月底， 李大钊等人接
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
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
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1926年 9月的一天， 京师警察厅
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
亚的命令， 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
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 侦缉二队队长
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
郊警察署， 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
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

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此
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
员。 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
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

他党员名单供出。 吴郁文、陈兴亚大
喜过望，马上报告了张作霖。

1927 年 4 月 5 日夜， 按照张作
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
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
行动方案。

英勇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
22 天。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
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
营救。 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
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

1927 年 4 月 29 日张作霖下令
杀害李大钊。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
照，神态慈祥，目光和悦，泰然自若，
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牺牲时年仅
39 岁。

凶手伏法

1949 年 2 月 2 日， 北平市公安

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 8
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 1 个班前去接
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
德林监狱。 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
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
大的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
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

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
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
好像再没用过……”

朱文刚闻听心中一惊，骑上自行
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
文刚的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
书记彭真。 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
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 他
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
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
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
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

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 被编为 0001
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
发现，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杀害烈
士凶手的念头。 1951 年 6 月 5 日，北
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
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
密信函，信中写道：“本部房产管理所
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
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
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
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
为荷。 ”

冯基平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
信递给他说：“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一
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 ”
狄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察
员温振海。

第二天，身着便衣的温振海到鼓
楼派出所从户口底册上查找到一个
叫吴博斋的人。登记显示此人 69 岁，
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在旧

鼓楼大街 4 号。温振海心中暗想：“吴
博斋” 与密函中提到的 “吴博哉”谐
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极有
可能是同一个人。温振海决定前去探
个虚实。

来到旧鼓楼大街 4 号房前，屋门
没有锁， 温振海借口找人走了进去。
他看见屋里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
个老头。温振海走上前去，关切地问：
“老人家，您病了吗？ ”

“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 ”老头
一边唉声叹气地说着，一边用异样的
目光死死盯着温振海。

温振海从老头的目光中察觉出
他不是一般的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退了出来。 从老头的邻居处，温振
海了解到，这个老头就是吴博斋。

为慎重起见，狄飞又安排侦察员
查阅了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提审了
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的中统、军统特
务，证实吴博斋就是吴郁文。

1951 年 6 月 20 日，吴郁文被抓
捕归案。 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
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
犯罪行，判处其死刑。

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
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继落网，逐
一伏法，这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
一个告慰。 张福兴《老年生活报》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之争
新四军是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四军”的简称，是由南方红军游击队
改编而成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 年
2 月开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
团与国民党蒋介石、 顾祝同等在西
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谈
判，直至 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才正式公布了将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
令。中共中央任命朱德为总指挥。但
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蒋介
石坚持 “北和南剿”的方针，调集大
军继续对南方各游击区实行 “清
剿”， 妄图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
为此，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
将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
北、安徽、河南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
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四军的协议。

从一定意义上说， 新四军是在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国共两党共同
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平衡的产物。 中
共是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 提出要
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 以便走

上抗日救国最前线， 实现直接对日
作战， 而蒋介石则是为了其统治的
安宁和借对日作战来消灭异己。 所
以在军长人选问题上， 双方难以达
成一致。 国民党原意要陈诚或张发
奎任军长，中共不同意；中共提议由
叶剑英或彭德怀任军长， 国民党又
反对。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之职， 最早
是周恩来以个人身份在上海向叶挺
提议的， 并由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
出。 叶挺 “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
了促进团结， 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
战，尽自己的力量”，毅然应允。 叶挺
找到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 当时
正在上海指挥淞沪抗战的前敌总指
挥陈诚，提出将其编成一个军，番号
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示
继承北伐战争时期老四军的光荣传
统。 经陈诚向蒋介石汇报以后，蒋介
石迅予核准。 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
挺为新四军军长， 是认为叶挺已经
脱离共产党十年之久， 可以利用叶
挺来控制这支部队。 中共方面则考
虑， 共产党的军队是由党绝对领导
的，“不许国民党插进一个人”。 叶挺
虽已脱党，但是北伐名将，最重要的
是要摸清他的政治态度。 张闻天、毛

泽东发出电报， 要在南京的中共代
表博古、叶剑英征求叶挺意见，是否
愿意恢复党籍， 叶挺表示：“在党的
组织外， 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
作。 ” 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
谈话之后， 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
担任新四军军长。 12 月 25 日，叶挺
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
会议，意味着新四军正式成立。

1938 年初， 南京国民政府军政
部公开公布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 ，
张云逸任参谋长、 周子昆任副参谋
长。 随后，毛泽东又任命袁国平为政
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1 月 6
日，项英、曾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到
达南昌， 驻南昌三眼井高升巷 1 号
“张勋公馆”。 9 日，军部正式对外挂
牌办公。

新四军的历史渊源是武昌城下
的老四军和罗霄山上的红四军。 他
们发扬了优良革命传统， 铸造了铁
军精神。 正是这种铁军精神，使得新
四军无往而不胜。 新四军在抗战中
成长壮大，主力部队发展到 21 万余
人，地方武装 97000 余名，民兵近百
万人。 1947 年 1 月，新四军番号撤
销，改称华东野战军。

刘勉钰

发酵面食何时出现
自古以来， 我国加工食物的器

物组合群就是以蒸煮功能为主，也
就是典型的东方“蒸煮”文化。 其中，
蒸饼就是将磨面制饼和蒸煮技法结
合的范例。 在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
墓葬发现的大蒸笼就是最初蒸饼的
场景，但可能还不是发酵面食，因为
没有更多相关证据证实发酵面食在
这个时期出现。

到西晋时期， 明确出现了发酵

面食的记载： 何曾对发酵面食有极
高的要求， 即 “蒸饼上不坼十字不
食”。 显然，这时的发酵面食已经非
常讲究和成熟。 因此，我国发酵面食
的出现应该在东汉末至西晋的这一
段时间内。 其后，《齐书》 中出现了
“面起饼”的相关记载，则是典型的
发酵面食。

到了宋代， 随着小麦在北方的
持续推广和普及， 发酵面食也逐渐

兴起。
宋金以后， 在我国北方地区粟

黍逐步被小麦完全取代， 利用蕴含
着多种微生物的酸面团（老面、酵子
或酵头）发酵制成的发酵食品，如馒
头、包子、发面饼等，逐步成为人们
食物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也成
为北方化食物的典型标识。

张国华

“背着报馆打游击”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主展馆的

展厅里，有这样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
革命文物———华北《新华日报》社使
用过的铸字机。 铸字机为铁质，长 50
厘米，宽 44 厘米，高 57.5 厘米，由炉
口、炉腔、传动杆等部位组成。这台铸
字机铸出的铅字就像一颗颗正义的
子弹射向敌人，它见证了抗战时期华
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文化宣传阵
地《新华日报》的光辉历史，见证了报
社社长何云带领新闻战士与敌斗争
的峥嵘岁月。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
北方局的机关报， 也是华北敌后第

一份铅印报纸。 报社初创时期走过
了一条艰辛之路。 日寇重重封锁下
物资万分匮乏，没有纸，何云就带领
报社人员收集破布、烂鞋，用小毛驴
推磨碾纸浆制成麻纸；没有油墨，就
从山上砍来松枝，烧出油墨。 这台珍
贵的铸字机， 就是当时为保证报纸
的印刷，工作人员历经千辛万苦，几
经辗转从中共南方局背到了沁县后
沟村报社印刷厂。

1939年 1月 1日，《新华日报》华
北版在山西沁县后沟村创刊。 何云带
领报社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
中，一边打游击，一边出版报纸。 报社

先后经历了 6次反“扫荡”，7次搬家，
在行军转移中，不能出铅印版，就出
油印号和战时电讯版。 尽管转战频繁
炮火连天，这份日刊两万多字的报纸
却始终坚持出版。 何云风趣地说他们
是“背着报馆打游击”。

在百团大战中， 为及时报道胜
利的消息， 何云带着部分记者和油
印机，跟随部队日夜战斗在火线上，
即审即刻、即校即印，以最快的速度
报道了战斗英雄人物奋不顾身 、英
勇杀敌的光荣事迹， 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夺取胜利的信
心。 梁婧

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以后
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 年 7 月

12 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
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
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此后，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经
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 揭露
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一面反省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关注当前形势
和党的路线、策略。

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
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
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
的，自己是被迫执行 ，共产国际应
负主要责任。 为此，他拒绝赴苏商
议问题和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
共六大 。 恰逢此时 ，他获悉 ，托洛
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
的失败负责。 这一看法，得到陈独
秀的认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 在国
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
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 ，提出
反蒋抗日的主张。 1931 年 10 月 ，
他在 《抗日救国与赤化 》《此次抗
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 》 等文章
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
不仅是 “妄想 ”，而且是 “奴性 ”表
现。 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

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
主义投降 ”。 陈独秀的诸多言论 ，
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热忱和坚决
抗日态度。

1932 年 10 月， 陈独秀在上海
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
民国罪”判处徒刑 13 年。 这是他第
五次被捕入狱。 对于国民党当局罗
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
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 拥护大多数
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
耳。 ” 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
护， 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
在狱中，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
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 他挥毫
写下 “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
也”。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 ，
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
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 ， 写下大量
抗日文章 。 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
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
民党政府出资 10 万元请他另立
党派，遭其痛斥。 1938 年 6 月底，
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 ，于
8 月到达江津居住， 直到 1942 年
5 月病逝。

中研

贵贱花翎
据 《清史稿·舆服志》记载，贝

子可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辅国公
可戴双眼花翎。 此外， 固伦额驸即
皇后的女婿可戴三眼花翎， 和硕额
驸即嫔妃的女婿可戴双眼花翎。 清
朝宗室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
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
等不同等级， 贝子多为皇上的子孙
辈。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个好爸爸或
好爷爷，或是巴结上个好丈母娘，花
翎便可跃上帽端，最省事儿。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 ）八
月， 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
湾，圣祖喜闻江山一统，立封施琅为
世袭罔替的靖海侯。 谁知， 这个施
琅不要银子要面子， 提出用爵位换
根花翎戴戴， 结果让大臣们驳了回
去。 皇上家里玩儿的东西， 你一个
外人瞎掺和什么？ 最后， 还是康熙
拍板，靖海侯，施琅继续当着，另赏
戴花翎一根，“以开疆海外， 削平僭
伪之元勋，赏翎弗及，以泽延后世”。
平定了台湾， 就是让天下孔雀都变
成秃尾巴鹌鹑，也值。

康熙到底是聪明人， 看到臣僚
如此看重这根翎毛， 遂决定因势利
导。 由此， 花翎便有了例戴和赐戴
之分。 虽没有好爸爸， 但只要为朝

廷卖力，脑袋顶上也能风光。
赐翎也分三六九等，单眼、双眼

和三眼。 眼， 就是孔雀尾羽后梢上
的彩色翎斑。 获赐花翎的大臣，多
为股肱之臣， 同时要为朝廷立下大
功， 特别是战功， 因此其比例并不
高。 像林则徐， 当了几十年官才得
赐单眼花翎， 而且与查禁鸦片全无
关系， 是因为后来任云贵总督时平
定了边疆动乱。 至于双眼和三眼，
受赐者更是少之又少。 据清人笔记
记载，有清一代，大臣被赐双眼花翎
者仅 20 余人，现今在电视剧中常露
面的年羹尧、隆科多、曾国藩、左宗
棠、荣禄等人均在其列;获三眼花翎
者仅 7 人，其中有李鸿章。

道光之后，由于朝廷开支日增，
财政困难，于是打起了花翎的主意。
先是有广州洋商伍崇曜、 潘仕成因
报效朝廷十几万两银子而被赐花
翎，一时荣耀无比，咸丰九年（1859
年） 更立下捐翎章程，7000 两银子
可换一根孔雀尾巴毛，明码实价，绝
不打折。 此风一开， 花翎价值自然
江河日下，直至大清覆亡。

一项制度，一旦变成了买卖，初
衷再好也得砸锅。

汪朗


